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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多年来，台湾地区立法机构积极致力于推动所谓的“议会外交”，为台湾当

局开展对外交往、拓展“国际空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从制度结构视角出发，重点

分析立法机构负责人、以“外交国防委员会”为代表的各专门委员会，以及以对外联谊

会为代表的非正式“立委”团体组织等台湾当局开展“议会外交”的行为主体；随后，从

政策功能视角阐释台湾地区立法机构的“议会外交”行动在台当局巩固所谓“邦交关

系”、发展与“非邦交国”的实质性关系、加强“国际参与”、拓展所谓“国际空间”等层面

的意图与效果；在此基础上，再主要结合蔡英文当政以来台湾地区立法机构的对外交往

实践，总结出台当局“议会外交”的四点主要特征：在目标结构上形成了以“非邦交国”

为主要着力点的差序格局；与行政当局“分进合击”并为实现所谓“外交突破”发挥重要

作用；鼓励和推动“立委”对外联谊会等准正式、非正式团体组织发挥独特作用；在国际

“亲台”势力的配合下“议会外交”已成为“迂回”拓展对外实质关系的重要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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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面对国际社会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普遍接受，台湾当局始终非常重

视通过其立法机构———“立法院”进行对外交往，开展所谓的“议会外交”活动，
借以提升与外国的实质性关系，维护和拓展台湾当局的“国际存在”和“国际参

与”。 尤其是蔡英文上台以来，台湾当局不仅拒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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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甚至还利用中美战略竞争不断加剧的机会，全面倒向美国和西方，极力谋

求“外交突围”。 为此，台湾地区立法机构将“广结善缘、接轨世界”作为所谓“议
会外交”的基本理念，着力发展对外关系，协助当局拓展所谓“国际空间”，不断

在国际舞台上挑战一个中国原则。
在展开讨论之前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台湾作为中国的一部分，与世界上绝大

多数国家均不存在正式的“外交”关系。 因而就法理而言，台湾地区立法机构所

开展的对外交往活动显然不属于真正的、传统意义上的“议会外交”。 但在实际

操作层面，台立法机构长期打着“议会外交”的幌子，主导、参与或推动了一系列

对外交往活动，亦是不争的事实。 而且，台立法机构还为推进和规范所谓“议会

外交”制定了多项专门的规章制度。 例如早在 １９９０ 年 １２ 月，台立法机构便通过

了“‘议会外交’事务经费分配及使用暂行办法”。 此外，“‘立法院’组织法”
“‘立委’海外考察旅费报销办法”等法规也对所谓“议会外交”事务做出了相应

规定。 总体而言，上述法规对台“议会外交”的经费支持、人员构成、荣誉奖励、
管理运作等主要内容作出了基本规定，并提供了制度性保障，使得台湾当局的

“议会外交”逐步实现了法制化、组织化和常态化。 近年来，台立法机构更是每

年编列超过 ４，０００ 万元新台币的“议会外交”专项经费，用于推进相关对外交往

活动。 有鉴于此，本文结合国际关系领域对议会外交的概念界定，将台湾当局的

所谓“议会外交”定义为：台湾地区立法机构为加强台湾当局的对外交往与“国
际参与”，面向外国行政部门、立法机构以及诸多国际组织开展的对外交往活动

的总称。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从行为体结构、政策功能、行为特性等方面入手，针
对台湾当局的所谓“议会外交”展开学理分析和探讨。①

一、台湾当局“议会外交”的行为主体：制度结构视角

作为台湾地区立法机构，“立法院”是一个相对独立运行的权力实体，拥有

一套完整的内部权力结构和复杂的运作制度。 根据法律地位、权力来源和运作

方式，可以将立法机构的权力结构分为两种类型，亦即明确层级化的正式制度结

构和较为松散的准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结构。 具体到“议会外交”层面，前者主要

分为“立法院”领袖结构、专门委员会结构以及“立法委员” （简称“立委”）三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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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般而言，“议会外交”是“外交”的下位概念。 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地区任何形式的对

外交往活动均不属于“外交”范畴。 本文使用“议会外交”一词描述台湾地区立法机构的对

外交往行为，仅为在学理上分析之便，而非承认或认可其相关活动是所谓的“外交”活动。



权力制度结构，它们不同程度地主导或参与了“议会外交”行动；①而后者则包括

数量庞杂、名目各异的准正式、非正式“立委”团体，如政党党团、“立委”联盟、连
线、促进会、策进会、联谊会等，它们均属党派或“立委”自行筹组的协调性组织，
其中尤以为数众多的对外联谊会所开展的“议会外交”活动最为典型。

综合分析台立法机构的制度结构和行动实践，可以发现其开展“议会外交”
的行为主体主要分为以下三类：首先是作为“立法院”领袖结构代表的正副“院
长”。 根据规定，立法机构设正副负责人各一人，负责组织立法机构的决策程序

与行政议事，综理院务。 作为台湾地区“立法权”的代表，立法机构正副负责人

通过接待来台的外国政府官员、国会议员以及驻台人员，代表台湾当局率团窜访

“友邦”或参与国际活动，“担纲”台湾当局开展“议会外交”活动的关键角色。
例如 ２００９ 年及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时任立法机构负责人王金平曾两次率团赴美国总

统奥巴马的就职典礼现场“观礼祝贺”。 ２０１１ 年日本“３·１１ 大地震”之后不久，
王金平即率“慰问团”赴日，拜会了时任日本参议院议长西冈武夫、众议院副议

长卫藤征士郎以及前首相麻生太郎等数十位国会政要。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王金平又

率领各党团“立委”赴韩国参加朴槿惠总统的就职典礼，受到韩国国会副议长李

秉锡的接待并进入国会参观，被台湾当局视为“台韩关系的重大突破”。②

自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蔡英文上台以来，首次同时掌控行政和立法权力的民进党当

局更加重视通过“议会外交”发展对外关系，立法机构负责人也得到了更多的表

现机会。 如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日本参议院换届之后不久，时任立法机构正副负责人

的苏嘉全和蔡其昌即同团赴日，拜会时任日本众议院外务委员长岸信夫、自民党

干事长代行细田博之等多位重要议员，③此行创下了台湾当局“议会外交”赴外

交流最大团队规模和正副负责人同时赴日的“纪录”。④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蔡其昌率

团赴波兰，受到波兰参众两院副议长的接待，与波方就双方立法机构交流等问题

达成共识。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苏嘉全以所谓“特使”的身份率团出席圣卢西亚独立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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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除立法机构负责人外，一般而言“立委”个人难以单独开展“议会外交”活
动，他们主要通过所属委员会、对外联谊会、所属党团、随行出访、与行政部门开展涉外业务

合作等途径参与对外交往，故而本文未将其作为独立的“议会外交”行为主体展开分析。
《朴槿惠就职 王金平率团低调观礼》，中时新闻网，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６ 日，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 ／ ２０１３０２２６０００５２９－２６０１０７？ Ｃｈｄｔｖ，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２３年 ６月 ２０日。
“干事长代行”（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ｎｇ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Ｇｅｎｅｒａｌ）是自民党内部位阶仅次于“干事长”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Ｇｅｎｅｒａｌ）的要员。
台湾地区立法机构秘书处：《“立法院”院务纪要（２０１６ 年 ８ 月份）》，《“国会”月刊》 （台
北）２０１６ 年第 ９ 期。



周年纪念活动，其间不仅与圣卢西亚总督、总理、参众两院议长等府会政要紧密互

动，而且与总理阿朗·沙塔内（Ａｌｌｅｎ Ｃｈａｓｔａｎｅｔ）共同主持台湾当局援建的希瓦诺拉

国际机场整建项目动工仪式。 又如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新任立法机构负责人游锡堃出席

“亚太国会议员联合会”（Ａｓｉａｎ－Ｐａｃｉｆｉｃ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ｉａｎｓ' Ｕｎｉｏｎ）线上年会并以上届

大会主席的身份致辞，公开鼓吹要打造所谓对抗“极权国家”的“印太民主同盟”。
其次是立法机构内部以“外交国防委员会”为代表的各专门委员会。 当前，

台立法机构共有“内政”、“外交国防”、经济、财政等 ８ 个常设委员会，它们常因

自身分管的各项专业议题和具体业务开展对外交往，其中尤以“外交国防委员

会”在台“议会外交”中行动最积极、作用最显著。 例如 ２０１７ 年 ７－８ 月，由该委

员会成员组成的“‘议会外交’军事建设访问团”赴美，不仅观摩美军卢克空军基

地和珍珠港希卡姆联合基地，还与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爱德华·罗伊斯

（Ｅｄｗａｒｄ Ｒｏｙｃｅ）、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哈里斯上将（Ｈａｒｒｙ Ｈａｒｒｉｓ）等美国军

政要员会面，就多项美台政治军事合作议题进行深入交流。 在美期间，该代表团

亦就高级教练机引擎系统涨价问题专门向美方出口商霍尼韦尔公司进行交涉，
明确表达台方“不可能再追加预算”的立场，促使美商在一周后做出了保持原价

不变的决定，使得双方在研制高级教练机方面的合作得以继续推进。① 又如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外交国防委员会”成员组团赴土耳其，拜会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内

政委员会主席杰拉勒丁·居文奇（Ｃｅｌａｌｅｔｔｉｎ Ｇｕｖｅｎｃ），并由此成为自 １９７１ 年台

土“断交”以来首个获准进入土耳其议会的台“立委”代表团。 再如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外交国防委员会”成员王定宇、赵天麟与日本总务副大臣、众议员田畑裕明

等人召开了首届“台日安保伙伴关系论坛”，就推动日方制定“与台湾关系法”达
成共识，并探讨了台日在安保、网络、太空等方面的合作。

最后是以对外联谊会为代表的准正式、非正式“立委”团体组织。② 在许多

国家和地区的立法机构中，议员为了就共同关注的议题展开沟通与协调，往往会

成立大量的非正式议员团体组织。 就台湾地区而言，立法机构内部同样拥有名

目繁多的准正式、非正式“立委”团体组织，而且有些团体已经成为当局开展“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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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立委”访美团助谈判获不涨价共识 “我”买美高教机引擎省下数十亿》，《自由时报》网
站，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８ 日，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 ｌｔｎ．ｃｏｍ．ｔｗ ／ ｎｅｗｓ ／ ｆｏｃｕｓ ／ ｐａｐｅｒ ／ １１２５１９０，最后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
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立法机构各党团也会参与所谓“议会外交”活动，主要是按比例指派

本党“立委”跟随当局领导人、立法机构负责人等接待或访问外方政府首脑、国会议员等

政要，偶尔也会单独组团赴外交流，但由于其功能角色总体上并不突出，发挥的作用也相

对有限，本文未把党团作为主要的行为主体予以单独分析。



会外交”的重要载体。 例如，早在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为了在与台湾当局“断
交”后继续维持对台交往，日、英、法、德等国议会便先后成立了“友台”议员组

织，其中历史最悠久的应属成立于 １９７３ 年的“日华议员恳谈会” （简称“日华

恳”），以及成立于 １９７６ 年的“英台国会小组”。 相应地，在“断交潮”的持续打击

之下，台立法机构也从 １９８８ 年开始陆续成立了大量面向美、日及欧洲国家的“立
委”团体和联谊组织，并以此为平台开展对外交流。 以当前的第十届“立法院”
为例，自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开幕以来已成立了数十个名目各异的非正式团体组织。 根

据其关注重点的差异，这些组织可分为以下三类：首先是针对某一特定国家的团

体，如“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台日交流联谊会”等；其次是针对特定地区的团

体，如“台湾与欧洲议会友好协会”“台湾与东盟国会议员友好协会”“台湾与非

洲国会议员友好协会”等；最后一类团体则主要针对某些具体政策议题，如“新
南向国会交流促进会”“台湾与亚太国会太空联盟”等。 从立法机构非正式团体

组织的发展历程和运作实践来看，议题性团体易受当局换届、政策变动及国际形

势的影响，故而更具自发性、应时性和随意性。 而针对特定国家和地区的团体组织

则由于有助于维系与目标国家或地区机构之间的长期互动和机制化沟通，因而得

到了台湾当局的认可，业已成为具有较强稳定性、连续性和长效性的准正式机制。
近年来，上述准正式、非正式“立委”团体组织通过与目标国家及地区议会

之间的常态化互动，已发展成台湾当局开展“议会外交”的重要推手。 例如，在
特朗普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之后不到一个月，“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时任会长萧

美琴便于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率团赴美。 该团不仅拜会了美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爱

德华·罗伊斯（Ｅｄｗａｒｄ Ｒｏｙｃｅ）以及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议员本杰明·卡丁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Ｃａｒｄｉｎ）等 ２０ 余位国会要员，还首次获准进入国务院与亚太事务首席

副助卿董云裳（Ｓｕｓａｎ Ｔｈｏｒｎｔｏｎ）会晤，因而被台湾当局自诩为“值得记录的突

破”。① 针对该团提请美方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相关活动一事，罗伊斯等

人随后便串联参众两院议员联名致函时任总统特朗普，在众议院提出并通过

“支持台湾恢复世卫组织观察员地位法案”（Ｈ．Ｒ．３３２０），甚至直接面陈世卫组织

总干事谭德塞，以此表达对台湾当局诉求的支持。② 此外，印度一直都是台立法

机构拓展对外关系的重要目标。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在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赢得大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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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立委”参访团会晤美副助卿 王定宇：史上“首次突破”》，《自由时报》网站，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１６ 日，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 ｌｔｎ． ｃｏｍ． ｔｗ ／ ｎｅｗｓ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ｂｒｅａｋｉｎｇｎｅｗｓ ／ １９７６８５８，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
台湾地区外事主管部门编：２０１７ 年度《“外交”年鉴》，台北：台湾地区外事主管部门，２０１８
年，第 ２６１ 页。



选后仅两个月，时任“台印国会议员友好协会”会长、民进党籍“立委”陈节如即

率团赴印，不仅与印方探讨了建立党际对话机制等重要议题，还促成了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台印“中小企业合作备忘录”的签署。① 蔡英文上台后，台湾当局将印度视

为推进“新南向政策”“最具潜力的国家”，立法机构更是加大力度推进对印“议
会外交”。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台立法机构邀请印度跨党派议员团赴台，双方就台湾对

印投资、台印经济合作协定等问题进行了交流，这是 １９９５ 年台印互设办事机构

之后首次有印度议员代表团赴台与台立法机构交流。 当年 １２ 月，在团长哈里

什·米纳（Ｈａｒｉｓｈ Ｍｅｅｎａ）的运作下，印度联邦议会成立了新的“印台国会友谊论

坛”，为双方立法机构交流提供了正式平台。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该论坛邀请“台印国会

议员友好协会”会长管碧玲率团赴印，商讨推动台企赴印投资设厂等事宜。

二、台湾当局“议会外交”的意图与成效：政策功能视角

对于台湾地区立法机构而言，开展“议会外交”的主要目的在于巩固所谓的

“邦交关系”，发展与“非邦交国”的实质性甚至是“准官方”关系，加强“国际参

与”，同时以此配合台行政部门拓展对外关系。 在立法机构的长期实践尤其是

近年来蔡英文当局的积极推动下，台“议会外交”的政策功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

实现，总体上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首先，通过“议会外交”巩固“邦交”，提升与“非邦交国”的实质性关系。 近

年来，越来越多的台湾当局“邦交国”转而与中国政府建交，令“拒统谋独”的蔡

英文当局备感压力。 如何通过拉拢“邦交国”政要稳固所谓“邦交”，自然成为立

法机构开展“议会外交”的重要任务。 以圣卢西亚为例，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该国参议

院议长安迪·丹尼尔 （Ａｎｄｙ Ｄａｎｉｅｌ） 和众议院议长莱昂内·西奥多 －约翰

（Ｌｅｏｎｎｅ Ｔｈｅｏｄｏｒｅ－Ｊｏｈｎ）同时到台，得知“台卢关系紧张”的苏嘉全特意通过隆

重的接待活动力推双方“邦谊永续发展”，同时也协助促成该国总理于次月“访
台”，此案被立法机构自我标榜为通过“议会外交”稳固“邦交”的“典范”。②

尽管维护寥寥无几的“邦交国”关系，以利益输送换取它们在国际场合为台

湾发声是“议会外交”的应有之义，但从台“议会外交”的实际行动来看，其主要

·０５·

　 　 　 　 　 　 　 　 　 　 　 　 　 　 　 　 　 台湾研究集刊　 　 　 　 　 　 　 　 　 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　

①

②

《台湾 ５“立委”拜会印度执政党》，台湾地区侨务主管部门网站，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７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ｏｃａｃ． ｇｏｖ． ｔｗ ／ ｏｃａｃ ／ ｐａｇｅｓ ／ ｄｅｔａｉｌ． ａｓｐｘ？ ｎｏｄｅｉｄ ＝ ３４５＆ｐｉｄ ＝ １７１１０，最后访问时

间：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２２ 日。
苏嘉全：《“国会外交”与台湾对外关系》，《“国会”季刊》（台北）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



的着力点在于与美、日、欧及所谓“新南向国家”的政府和国会，尤其是与这些国

家和地区的“亲台”议员保持密切互动，以便在政治、安全、经贸等领域的关键议

题上发展实质性乃至“准官方”关系（参见图 １）。 以台湾地区立法机构对美“议
会外交”为例，谋求美国的对台政治承诺和安全保证，争取美国增强对台军售力

度，提升美台军事交流与合作，推动美台自贸谈判以便强化美台经济联结，寻求

美国支持台湾当局拓展“国际空间”，并全力配合美国“以台制华”战略的实施，
始终是美台双方交流的核心议题。 如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会
长萧美琴再度率团赴美，在与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科里·
贾德纳（Ｃｏｒｙ Ｇａｒｄｎｅｒ）、泰德·约霍（Ｔｅｄ Ｙｏｈｏ）以及众议院“国会台湾连线”共
同主席格雷格·哈珀（Ｇｒｅｇｇ Ｈａｒｐｅｒ）等人会面之际，呼吁美国落实对台防卫与

“外交”支持，声援台湾当局参加世卫大会，同时鼓吹美台重启经贸协议谈判。
对此，美国参众两院的“亲台”势力也给予积极配合，以“搭积木”的方式逐步清

除限制美台关系发展的政策因素，推动美台实质性关系得到大幅提升和拓展。
例如，仅在蔡英文上台后的短短几年间，美国国会便连续通过了多项重要法案，
包括将所谓对台“六项保证”公开化和法律化的共同决议，鼓励美台高层官员

“互访”的“与台湾交往法”，要求加强美台“官方”交往和军事联系的“亚洲再保

证倡议法”，帮助台湾当局巩固“邦交”的“台湾友邦国际保护及加强倡议法”
（简称“台北法”），以及鼓吹对台军售常态化的“台湾保证法”等涉台法律，从而

形成了台湾政客口中的所谓美国“新一中政策”框架———“五法六保证三公报”，
对一个中国原则这一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构成了严峻挑战。①

又如，台立法机构近年来着力加强与立陶宛、捷克等中东欧国家之间的合

作，试图以此形成“对欧外交”的“突破口”。 例如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捷克参议长米洛

什·维斯特奇尔（Ｍｉｌｏｓ Ｖｙｓｔｒｃｉｌ）应游锡堃之邀到台，不仅成为第一位在立法机

构演讲的“非邦交国”现任议长，双方还就立法机构交流以及加强供应链、人工

智能等领域的合作达成了一致意向。 以此为助力，双方行政部门开始在经贸、防
疫、科技等层面逐步开展了多项事务性合作。 例如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台湾方面向捷

克捐赠了 ５ 条自动化口罩生产线；３ 月，双方举办了“台捷防疫论坛”，就防疫政

策、疫苗研发等议题进行了交流；１０ 月，双方举办了“台捷投资论坛”，并签署了

涉及网络安全、太空合作等多个领域的产研合作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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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台“立委”赴外交流与主要国家及地区议员到台活动情况（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说明：２０２０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台湾地区立法机构劝禁“立委”“外访”，故本文仅

选取并统计了 ２０１６ 年至 ２０１９ 年间（主要是蔡英文第一任期）的相关数据。 图中欧洲部分

包括欧洲议会、欧盟成员国以及英国的相关数据。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台外事主管部门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年部门年鉴制作。

其次，通过“议会外交”举办或参与国际活动，显示“国际存在”并制造国际

影响。 由于国际社会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普遍接受，台湾当局几乎没有机会以所

谓的“主权实体”身份参与任何重要的国际活动。 为了提高所谓“国际能见度”，
利用立法机构以“打擦边球”的方式开展“议会外交”，参与甚至主办某些国际活

动，成为台湾当局显示“国际存在”的重要手段。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在台湾当局外事

部门的配合下，立法机构便与美国“国际民主协会”等机构联手在台北举办了

“开放国会论坛”（Ｏｐｅ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Ｆｏｒｕｍ）。 该论坛隶属于“开放政府伙伴联盟”
（Ｏｐｅ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ＯＧＰ）①组织所倡议的“开放国会” （Ｏｐｅｎ Ｐａｒｌｉａ⁃
ｍｅｎｔ）行动，由于只有联合国成员才能成为 ＯＧＰ 的会员，多年来一直不得其门而

入的台湾当局遂试图“另辟蹊径”，由立法机构领衔发起举办此次论坛，借此为

当局争取入会制造声势。 受邀参加该论坛的共有来自 ２０ 个国家的 ２６ 位国会议

长及议员，其中捷克参议长米洛什·维斯特奇尔、立陶宛议长维多利亚·奇米莉

特（Ｖｉｋｔｏｒｉｊａ Ｃｍｉｌｙｔｅ－Ｎｉｅｌｓｅｎ）和伯利兹众议长瓦莱丽·伍兹（Ｖａｌｅｒｉｅ Ｗｏｏｄ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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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开放政府伙伴联盟”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是美国主导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其成员包括美、英、
法、德、加、澳、荷等 ７７ 个国家和英国格拉斯哥、加拿大魁北克、韩国光州等 ７６ 个地方政府。



别在会上发表主旨演讲，美国众议长南希·佩洛西（Ｎａｎｃｙ Ｐｅｌｏｓｉ）、英国下议长

林赛·霍伊尔（Ｌｉｎｄｓａｙ Ｈｏｙｌｅ）等欧美政要也来函表示祝贺。 蔡英文、赖清德等

人则利用论坛的发言机会，大肆宣扬“台湾身处民主防线的最前线”，鼓噪要和

与会各方建立所谓“捍卫共同价值”和“应对威权挑战”的“民主同盟”。①

此外，台立法机构还频频利用当局派员参加国际会议尤其是某些重要国际组织

外围会议的机会，以所谓“随行视导”的名义指派“立委”参会并相机开展“议会外

交”，宣传所谓“台湾经验”，以图制造国际影响。 例如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第 ２６ 届缔约方会议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台湾当局参会成员中便有两

位“立委”组成“视导团”随行。 与会期间，该“视导团”四处活动，积极与台“邦交

国”及“友台”国家的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开展双边交流，在所谓“台湾日”活动中宣

扬台湾当局的政策立场，以显示所谓的“国际存在”。 无独有偶，２０２２ 年 ５ 月在世

界卫生大会召开之际，台湾当局又组织所谓的“世卫行动团”窜访瑞士日内瓦，其
中亦有四位随行“立委”借机对参会的“友台”国家以及瑞士国会展开“议会外交”。

最后，通过“议会外交”参加各种国际组织，拓展“国际空间”和争取国际支

持。 如何以各种名义和身份参加国际组织，继而拓展所谓的“国际空间”，始终

是台湾当局对外工作的一项主要目标。 由于台行政当局几乎在所有重要的国际

组织中均难觅一席之地，因此利用“议会外交”来跻身一些影响力较小且中国政

府未参加的地区性国际组织，参加相关的国际活动，也成为立法机构的重要任

务。 例如，台立法机构相继以正式会员身份参加了“亚太国会议员联合会”，以
“永久观察员”身份参加了由台湾当局“邦交国”主导的中美洲议会（ＰＡＲＬＡ⁃
ＣＥＮ）、中美洲及加勒比海盆地国家国会议长论坛（ＦＯＰＲＥＬ）等地区性议会组

织，还是台湾当局主导成立的所谓“民主太平洋联盟”（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Ｕｎｉｏｎ）
下属“太平洋国会连线”（Ｐａｃｉｆｉｃ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Ｃａｕｃｕｓ）的创始会员。

蔡英文上台后，立法机构开始更为积极地谋求加强与部分国际组织之间的

关系。 例如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立法机构负责人苏嘉全与中美洲议会议长托尼·拉富

尔（Ｔｏｎｙ Ｒａｆｕｌ Ｔｅｊａｄａ）签署“特别协议”，企图在进一步明确台立法机构的“永久

观察员”身份和义务的同时，推动双方建立“更积极、更鲜明、更活泼的关系”。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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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外交部”与“立法院”合办“２０２１ 年开放国会论坛”顺利举行》，台湾地区外事主管部门

网站，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ｖ． ｔｗ ／ Ｎｅｗ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ｓｐｘ？ ｎ ＝ ９６＆ｓ ＝ ９６８７１，
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２５ 日。
《主持签署“立法院”以“永久观察员”身份参与中美洲议会特别协议》，台湾地区立法机

构网站，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２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ｌｙ． ｇｏｖ． ｔｗ ／ Ｐａｇｅｓ ／ Ｄｅｔａｉｌ． ａｓｐｘ？ ｎｏｄｅｉｄ ＝ １１７＆ｐｉｄ ＝
１７１１８０，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２６ 日。



为此，台立法机构借任命“‘立法院’中美洲议会观察员”之机，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邀

请中美洲议会议长及多位副议长来台，试图借此拓展与中美洲议会及相关国家

的关系。 不仅如此，在台立法机构的积极运作下，一些国际组织还特意将部分活

动安排在台湾举办，以配合台湾当局拓展“国际空间”的图谋。 例如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亚太国会议员联合会”的“海洋民主与永续印太”主题年会在台北召开，除
台湾当局外，另有来自美、日等 １６ 国的议员参加，为台湾当局宣扬其“新南向政

策”和区域经济整合理念，提升议题设置和“国际参与”能力提供了平台。

三、台湾当局“议会外交”的主要特征

台立法机构借助议员交往敏感度低、灵活性高、接触面广的优势，对美、日、
欧、“新南向国家”以及“邦交国”等一系列国家和地区开展了全方位的“议会外

交”。 经过多年经营，“议会外交”在多个层面促进了台当局的对外交往，已成为

立法机构的一项重点工作。 但是，由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主要国际组织均

普遍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对台当局开展涉外行动形成了基本的结构性约束，从而

导致其所谓“议会外交”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呈现出一些颇为显著的独有特征。
第一，根据实际利益需求，台“议会外交”在目标结构上形成了以“非邦交

国”为主要着力点的差序格局。 多年以来，由于与台湾当局保持所谓“邦交”的
国家屈指可数，且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微乎其微，因而台湾方面针对“邦交

国”所开展的“议会外交”多为例行性、礼仪性的交往活动，频率十分有限，积极

性也不高。 究其行径，台立法机构主要基于“拉拢＋利用”的双重策略对“邦交

国”开展“议会外交”，即一方面试图以此拉拢相关国家，极力维持所谓的“邦交

关系”，另一方面则是借此换取“友邦”在联合国大会等国际场合为其提供“国际

声援”，凸显所谓的“国际存在”。 与被严重边缘化的“邦交国”相比，“非邦交

国”反而处于台“议会外交”布局的核心位置，成为立法机构开展对外交往活动

的重点目标，其交往、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也远超“邦交国”。
不仅如此，针对为数众多的“非邦交国”，台立法机构也基于台湾当局的实

际利益需要进行了“分级排序”，其中美日两国无疑是其开展“议会外交”的重中

之重。 对台湾当局而言，如何通过包括“议会外交”在内的各种手段，全力争取

美国的政治、安全、军事和经济支持，借以对抗中国大陆的统一诉求，可谓其发展

对外关系的第一要务。 而鉴于日本独有的“台湾情结”以及利用台湾问题制衡

中国的战略意图，借助“议会外交”进而“多层面推动台日关系再升级”，也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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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台立法机构的优先考量。① 继美日之后，欧盟及其成员国也是台“议会外交”
的重要目标，尤其是蔡英文当政以来，台立法机构大幅增强与欧洲国家交流合作

的力度，企图借此推进所谓的台欧“价值同盟关系”。 仅从台欧立法机构成员的

交往来看，２０１６ 年至 ２０１９ 年（主要是蔡英文第一任期）有近 ２００ 位台“立委”赴
欧洲活动，与此对应，欧洲方面更有约 ５６０ 位议员赴台，表现出日益增强的主动

性和积极性（参见图 １、图 ２）。 此外，为了配合蔡英文推出的“新南向政策”，立
法机构成员近年来也更加频密地前往澳、新、印度以及东盟诸国，试图通过“议
会外交”助推与所谓“新南向国家”之间的政治、经贸及人文交流，为建构双方的

“策略性伙伴关系”提供助力。② 纵观多年来台湾当局开展“议会外交”的行为

特性可以发现，立法机构根据相关国家及地区组织与台湾当局关系的亲疏远近、
“友台”力度的高低强弱以及双方交往中所涉议题的轻重缓急，有重点、分层次

地与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发展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关系，从而使“议会外交”
在目标结构上形成了某种等级有序的“差序格局”。③

第二，辅助行政当局并与其形成“分进合击”之势，甚至成为实现所谓“外交

突破”的“生力军”。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早

已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准则。 因此，尽管台湾行政当局一直四处钻营活动，挑战

一个中国原则，却始终无法取得任何实际成效。 于是，台立法机构多年来一直试

图通过“议会外交”与行政当局形成“相辅相成”的“分进合击”之势，协助行政

当局推行各项对外政策，进而实现所谓的“外交突围”。 诚如岛内“台独”政客所

言：面对中国大陆的强势崛起，为了“突破一个中国框架，重新与国际社会接

轨……‘议会外交’应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④ 尤其是自蔡英文上台以来，民
进党当局在国际舞台上频频遭遇“断交”危机，在诸多国际组织及国际活动中处

处碰壁，愈加面临被国际社会边缘化的窘境。 鉴于此，本应在对外交往中发挥辅

助性作用的立法机构却借助“议会外交”在接触人物层次广泛、交流议题多样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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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院长”出席“‘立法院’台日交流联谊会”成立大会》，台湾地区立法机构网站，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ｌｙ．ｇｏｖ．ｔｗ ／ Ｐａｇｅｓ ／ Ｄｅｔａｉｌ．ａｓｐｘ？ ｎｏｄｅｉｄ＝ １１７＆ｐｉｄ＝ ２０６６００，最后访问时

间：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２７ 日。
《“新南向政策”纲领》，台湾地区“新南向政策”专网，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１６ 日，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
ｏｕｔｈｂｏｕｎｄｐｏｌｉｃｙ．ｔｒａｄｅ．ｇｏｖ．ｔｗ ／ Ｈｔｍｌ？ ｎｏｄｅＩＤ＝ １２０６，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２７ 日。
“差序格局”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社会学概念。 简而言之，“差”即亲疏远近，“序”即等级

秩序。 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第 ３７－５７ 页。
涂醒哲：《“国会外交”与以台湾之名加入 ＷＨＯ》，《新世纪智库论坛》 （台北）第 ４２ 期，
２００８ 年。



图 ２　 台“立委”赴欧与欧洲议员到台活动情况（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说明：在当前欧盟的 ２７ 个成员国中，仅有图中的 ２３ 个欧盟成员国被列入台外事主管

部门所编部门年鉴并与台湾地区立法机构有交往。 除此之外，瑞士也是台湾当局对欧“议

会外交”的重要对象。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台外事主管部门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年部门年鉴制作。

及交往方式灵活等方面的多重优势，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行政当局所面临的部

分限制，取得了许多行政当局难以取得的“外交成绩”，甚至经常成为台湾当局

实现所谓“外交突破”的“生力军”。
例如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时任立法机构负责人苏嘉全利用代表台湾当局赴美出席美

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前主席约翰·麦凯恩（Ｊｏｈｎ ＭｃＣａｉｎ）葬礼之机，拜会时任国会

众议长保罗·瑞恩（Ｐａｕｌ Ｒｙａｎ），实现了自 １９７９ 年以来双方“议长”的首次公开会

面，被台湾当局视为“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交往法’后美台高层互动明显升温的

重要体现”。①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苏嘉全率团赴英期间得到了时任英国上议院议长诺

曼·福勒（Ｎｏｒｍａｎ Ｆｏｗｌｅｒ）等议会领袖的正式接待。 在随后的赴法行程中，该团又

获准进入国民议会参访，苏嘉全也随之成为首位进入法国国民议会的台立法机构

负责人。 又如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欧洲议会“外国干预欧盟民主程序特别委员会”主席

拉斐尔·格鲁克斯曼（Ｒａｐｈａｅｌ Ｇｌｕｃｋｓｍａｎｎ）率团到台与立法机构交流，创下了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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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台美“政府”互动升温 苏嘉全华府会见众院议长瑞恩》，《自由时报》网站，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 日，
ｈｔｔｐｓ：／ ／ ｎｅｗｓ．ｌｔｎ．ｃｏｍ．ｔｗ ／ ｎｅｗｓ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ｂｒｅａｋｉｎｇｎｅｗｓ ／ ２５３８６１４，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２３年 ６月 ２７日。



洲议会“官方代表团”首次“访台”的“纪录”，被游锡堃冠之以“台欧关系的新里程

碑”。①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成为 １９９７
年美国国会时任众议长纽特·金里奇（Ｎｅｗｔ Ｇｉｎｇｒｉｃｈ）之后窜台最高级别美国政治

人物。 凡此种种，均成为台湾当局自吹自擂的“议会外交中不凡的成绩”。
第三，鼓励和推动准正式、非正式团体组织与外国或地区议会开展接触互动，

使之成为台湾当局推行“议会外交”的特殊且重要的角色。 由于一个中国原则早

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往往对与台湾地区立法部

门开展直接交往抱持较为审慎的态度。 为此，台立法机构转而选择利用乃至倚重

各种准正式、非正式“立委”团体组织，使之成为其开展对外交往的重要平台和政

策工具，这也成为台“议会外交”的又一显著特征。 以第九届“立法院”为例，在
２０１９ 年年底该届“立委”换届选举前的顶峰时期，立法机构内部便曾设有 ７０ 余个

以对外联谊会为主的“立委”团体组织，与世界上近 ５０ 个国家或地区议会所设立

的各种“友台小组”“福尔摩沙俱乐部”等议员组织保持对接与互动（详见表 １）。②

另据统计，在全球暴发新冠疫情前的 ２０１８ 年和 ２０１９ 年，均有 ３７０ 余位来自世界各

国的国会议员到台，其中多数是外方议会的“友台小组”成员。 而为了鼓励和推动

这些“立委”团体在对外交往中发挥更大作用，２０２０ 年 ５ 月立法机构换届后，游锡

堃不仅着力推动“一国一联谊会”的“聚焦式”布局，更于同年 ９ 月专门出台了“‘立
法委员’与外国议会议员联谊会筹组运作办法”，对“立委”筹组对外联谊会的组织

原则、筹组程序、人事安排、行政支持、外访条件、经费保障等作出了制度性规定，令
“立委”对外联谊会在开展“议会外交”方面变得更为积极主动。

表 １　 ２０１９ 年台立法机构与外国及地区议会联谊组织分布情况（不完全统计）

地区 台立法机构对外联谊会 外国及地区议会“友台”组织

亚太

澳大利亚、菲律宾、韩国、柬埔寨、马来西
亚、缅甸、帕劳、日本、所罗门群岛、新加
坡、新西兰、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以
及东盟、南岛语系、“新南向”国家

澳大利亚、菲律宾、韩国、日本、印度、印度
尼西亚

亚非
蒙古国、南非、土耳其、以色列，以及非
洲、中东地区

蒙古国、斯威士兰、约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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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院长”接见欧洲议会外来势力干预欧盟民主程序特别委员会主席格卢克斯曼一行》，
台湾地区立法机构网站，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５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ｌｙ．ｇｏｖ．ｔｗ ／ Ｐａｇｅｓ ／ Ｄｅｔａｉｌ．ａｓｐｘ？ ｎｏ⁃
ｄｅｉｄ＝ ５２５５＆ｐｉｄ＝ ２１４８０２，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
台湾地区立法机构定期换届时，相应的联谊会也会随之解散，新一届“立委”将在就职后视

情况陆续重建此类组织。 因此，对外联谊会的数量通常在每届立法机构换届前达到最高。



续表

地区 台立法机构对外联谊会 外国及地区议会“友台”组织

欧洲

俄罗斯、爱沙尼亚、奥地利、比利时、冰
岛、波兰、丹麦、德国、法国、芬兰、荷兰、
捷克、拉脱维亚、立陶宛、挪威、葡萄牙、
瑞典、瑞士、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
牙、匈牙利、意大利、英国，以及欧洲议会

俄罗斯、爱尔兰、爱沙尼亚、奥地利、保加利
亚、比利时、波兰、丹麦、德国、法国、芬兰、
捷克、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挪威、葡
萄牙、瑞典、瑞士、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
西班牙、匈牙利、意大利、英国，以及欧洲议
会、欧洲跨国议会平台“福尔摩沙俱乐部”

北美 加拿大、美国 加拿大、美国

拉美
阿根廷、巴西、伯利兹、危地马拉、智利，
以及中南美洲及加勒比海各国

巴拉圭、尼加拉瓜、危地马拉、智利，以及中
美洲议会、中美洲及加勒比海盆地国家国
会议长论坛、南美洲国家及墨西哥跨国议
会平台“福尔摩沙俱乐部”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台湾地区外事主管部门 ２０１９ 年部门年鉴等资料制作。

在台立法机构的推动下，以对外联谊会为代表的各种“立委”团体近年来频

频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意识形态旗号，积极游说和鼓动各国“亲台”政
客提出涉台法案、动议，发表涉台声明、报告，拉拢及串联国际“亲台”势力声援

台湾当局。 例如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欧洲议会及英、法、德三国议会的“友台小组”主
席率先成立了欧洲跨国议会平台———“福尔摩沙俱乐部”，声称要“连结理念相

近的国家”共同支持台湾当局。① 此后两年间，又有涵盖拉美、非洲、西亚、印太

及加勒比海地区众多国家的“亲台”议员相继成立了多个地区性的“福尔摩沙俱

乐部”，并频频在国际舞台上为台湾当局鼓噪发声。 又如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在时任

欧洲议会“友台小组”主席迈克尔·盖勒（Ｍｉｃｈａｅｌ Ｇａｈｌｅｒ）等“亲台”政客及相关

组织的推动下，欧洲议会通过了有史以来第一份“欧盟—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
报告，宣称要“进一步推进欧盟与台湾在所有层面的伙伴关系和合作”，甚至要

求将“欧洲驻台经贸办事处”更名为“欧盟驻台办事处”，启动双方投资协定谈判

等。②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欧洲议会通过的“共同外交安全政策”和“共同安全防御政

·８５·

　 　 　 　 　 　 　 　 　 　 　 　 　 　 　 　 　 台湾研究集刊　 　 　 　 　 　 　 　 　 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　

①

②

《欧德法英 ４ 大议会议员挺台 成立“福尔摩沙俱乐部”》，台“中央社”网站，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ｎａ．ｃｏｍ．ｔｗ ／ ｎｅｗｓ ／ ｆｉｒｓｔ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９１０１７００１５．ａｓｐｘ，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ＥＵ－Ｔａｉｗ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ｈｔｔｐｓ： ／ ／ ｏｅｉｌ． ｓｅｃｕｒｅ．
ｅｕｒｏｐａｒｌ．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ｏｅｉｌ ／ ｐｏｐｕｐｓ ／ ｆｉｃｈｅ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ｄｏ？ ｌａｎｇ ＝ ｅｎ＆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 ２０２１ ／ ２０４１（ ＩＮＩ），
２０２１－１０－２１。 推动该报告通过的盖勒、格鲁克斯曼和莱因哈德·彼蒂科菲尔（Ｒｅｉｎｈａｒｄ
Ｂüｔｉｋｏｆｅｒ，时任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团长）等人均系被中国政府公开制裁的“严重损

害中方主权和利益、恶意传播谎言和虚假信息”的欧洲“反华”政客。



策”两份决议再次重申了前述报告的对台立场。
第四，在国际“反华”“亲台”势力的多方配合下，“议会外交”成为台湾当局

“迂回”拓展对外实质关系的重要抓手。 较之于台行政部门，立法机构开展对外

交往的政治敏感性相对较低，因而带有较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这也为台湾当局

借助“议会外交”，以“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方式提升对外实质性关系，“迂
回”挑战一个中国原则提供了相对模糊的政策空间。 与之相应，近年来美西方

一些国家着力推行“以台制华”政策，部分“反华”政客对台湾当局的“议会外

交”活动也予以积极呼应和配合，最终致使双方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政策“耦合”。
换言之，他们均试图以“议会外交”为抓手，绕开或规避一个中国原则的约束，伺
机建构起双方“府会政要”之间的常态化交流管道和高端对话平台，以提升台湾

当局与外国及地区组织之间的实质性关系乃至“准官方”关系。
在具体行动上，近年来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当属台日“执政党议员 ２＋２ 对话

模式”的创设和“美日台议员三方交流机制”的开启。 就前者而言，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台日举行了首次“执政党议员 ２＋２ 外交防卫政策交流会”，时任日本自民党外交

部会长、参议员（前外务副大臣）佐藤正久，自民党国防部会长、众议员（前内阁

府及财务副大臣）大冢拓，台民进党“国际事务部”主任、“立委”罗致政以及

“‘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民进党籍“立委”蔡适应参与对话。 对于举办此次

交流会的目的，佐藤正久毫不隐讳地表示，由于双方的“官方正式交流有所限

制”，希望通过“‘执政党’主管议员的交流强化双方合作”。 在对话中，双方就如

何开展合作以帮助台湾当局维护所谓“邦交”，以及效法“台美海巡合作备忘录”
建立台日海巡交流达成了共识。①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台日又举行了“执政党议员 ２＋
２ 外交经济政策交流会”，除佐藤正久和罗致政之外，日本自民党经济产业部会

长、众议员石川昭正以及台“‘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召集人邱志伟参加了此次会

议，双方就未来常态化实施此一“２＋２ 对话机制”达成了共识，并针对台日经济

安保、半导体供应链安全等政策议题进行了沟通协调。② 众所周知，日本作为一

个议会内阁制国家，其国会执政党即为事实上的权力中枢，因此以“执政党议

员”常态化交流为幌子的所谓“台日 ２＋２ 对话”模式，事实上已成为双方权力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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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台日“执政党”会谈触及“第三国”合作 日允助台维系“邦交”》，台“中央社”网站，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２７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ｎａ．ｃｏｍ．ｔｗ ／ ｎｅｗｓ ／ ｆｉｒｓｔｎｅｗｓ ／ ２０２１０８２７０２１０．ａｓｐｘ，最后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
《台日“执政党”会谈 日方关切福岛 ５ 县食品议题》，台“中央社”网站，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ｎａ． ｃｏｍ． ｔｗ ／ ｎｅｗｓ ／ ｆｉｒｓｔｎｅｗｓ ／ ２０２１１２２４０１１５． ａｓｐｘ，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关直接且有效沟通的“准官方”机制。
就后者而言，美日和台湾当局打着“议会外交”的旗号，试图为推进三方安

全合作开辟新的路径。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由日本“亲台”议员团体“日华恳”倡议发

起的首届“美日台国会议员战略论坛”在线上举行，三方立法机构成员就如何应

对所谓“中国威胁”，合作“维护台海安全”，协力推行“印太战略”以及支持台湾

加入 ＣＰＴＰＰ 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参会人员不仅包括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美国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爱德华·马基（Ｅｄｗａｒｄ Ｍａｒｋｅｙ）、众议院

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首席议员史蒂夫·沙博（Ｓｔｅｖｅ Ｃｈａｂｏｔ）以及台立法

机构负责人游锡堃等重量级人士，时任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也以书面致辞形式

表达了日方对“台海和平稳定”的关注和对台湾当局的支持。 该论坛的举办为

三方高层沟通政治立场，协调安全政策，“深化全方位的实质合作伙伴关系”提
供了一个新的平台，因而也被台湾当局吹嘘为“深具历史与战略意义”的“议会

外交的重要里程碑”。①

四、结 语

多年来，台湾当局一直试图通过立法机构所开展的“议会外交”来发展对外

关系，加强“国际参与”，推动“国际合作”，以拓展所谓的“国际空间”。 经过台

湾当局的长期经营，所谓“议会外交”在资源配置、行为模式、功能取向等方面均

展现出较强的稳定性，并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路径依赖”。 尤其是自抱持“台独”
理念的蔡英文上台以来，“全面执政”的民进党当局不遗余力地试图以“议会外

交”为抓手，在国际舞台上肆意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的红线。 中短期内，在美西方

国家“亲台”势力加大力度推行“以台制华”策略的背景下，台湾当局推进“议会

外交”的动作有可能变得更加积极和激进，其对台海和平稳定的破坏性影响也

将随之延续甚或扩大。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台湾当局的所谓“议会

外交”始终受到多方面结构性因素的制约。 一方面，中国大陆绝不会容忍台湾

当局借助“议会外交”挑战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倒行逆施。 另一方面，以
一个中国原则为基础发展与中国政府的外交关系，早已成为全球绝大多数国家

的普遍共识，并不会因台湾当局以“议会外交”为名采取的诸多举措而被撼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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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台美日国会议员战略论坛”首届视讯会议顺利举行》，台湾地区外事主管部门网站，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ｖ． ｔｗ ／ Ｎｅｗ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ｓｐｘ？ ｎ ＝ ９５＆ｓｍｓ ＝ ７３＆ｓ ＝
９６２０９，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仅以萨尔瓦多为例，尽管台立法机构一直与萨国国会保持密切互动并竭力予以

拉拢，双方甚至一度于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签订了“加强国会合作备忘录”，但仍然无法

阻挡萨尔瓦多政府在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正式建立外交关

系。① 由此可见，无论台湾当局如何大费周章地推行所谓“议会外交”，终将被证

明这只是徒劳之举。

（责任编辑：王贞威）

Ｏ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ｉｗａｎ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Ｘｉｎ Ｑｉａｎｇ， Ｙｉｎ Ｂｏ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ｙｅａｒｓ， ｔｈｅ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ａｉｗ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ｅｎｇａｇ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ａｌｌｅｄ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ａｎｄ ｉｔ ｈａｓ ｐｌａｙｅｄ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ａｓｓｉ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ａｉｗａｎ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ｉｎ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ａｃｅ”．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ｂｅｇｉｎｓ ｂｙ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 ｆｒｏｍ 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ｉｔ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 ｔｈｅ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Ｙｕａｎ”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ｌｉｋｅ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 ｇｒｏｕｐｓ”． Ｔｈｅ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ｔａｋｅｓ ａ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ｂｙ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ｉｎｇ ｉｔｓ ｒｏｌｅ ｉｎ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ｔｉｅｓ ”， ｆｏｓｔｅｒｉｎｇ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 ｎｏｎ －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ａｌｌｉｅｓ ”，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ｉｔｓ ｓｏ － ｃａｌｌｅｄ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ａｃｅ”．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ｏｎ

Ｔａｉｗａｎ'ｓ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ｓａｉ Ｉｎｇ － ｗｅｎ'ｓ ｔｅｎｕｒ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ｓ ｆｏｕｒ ｋｅｙ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ｆｉｒｓｔ， ｉｔ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ｓ 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ｔｏ ｔａｒｇｅｔ ｐｒｉｍａｒｉｌｙ “ ｎｏｎ－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ａｌｌｉｅｓ” ． Ｓｅｃｏｎｄ， ｉｔ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ｂｒａｎｃｈ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ｓｏ － ｃａｌｌｅｄ “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ｓ”． Ｔｈｉｒｄ， ｉｔ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ｓ ｔｈｅ

ｕｎｉｑｕｅ ｒｏｌｅ ｏｆ “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ｏｒ'ｓ 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ｑｕａｓｉ －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ｇｒｏｕｐｓ． Ｆｏｕｒｔｈ， ｉｔ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ａ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Ｔａｉｗａｎ” ｆｏｒｃ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Ｔａｉｗａｎ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Ｙｕ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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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强等：台湾当局“议会外交”刍议：行为主体、功能成效及主要特征

① 萨尔瓦多于 １９４１ 年与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后将这种关系延续到了台湾

当局，直至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